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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估及战略策略核心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１５ＸＫＳ０２３）的阶段性

成果。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估＊
———基于ＰＳＲ和ＦＡＨＰ的实证研究

韩　源　刘家豪　苏茂林

摘　要：对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进行科学评估是制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基本依据。

国家文化安全形势应该动态考察，即特定时期国家文化安全系统所处的状态和未来趋
势，将由国家文化安全的现有状态、威胁来源和应对措施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这一安
全样态与环境安全评估中的ＰＳＲ模型逻辑抽象是契合的。因此，借鉴ＰＳＲ理念构建国
家文化安全形势五层次评估指标体系，运用ＦＡＨＰ构建国家文化安全指数并进行实证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为第Ⅱ等级的 “比较安全”，在其子系统中，

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都是第Ⅰ等级的 “非常安全”，而公共文化安全则是第Ⅳ
等级的 “比较不安全”，这是拉低国家文化安全总体指数进入第Ⅱ等级 “比较安全”的
原因。所以，应考虑将总体国家文化安全系统的近期工作更多集中于公共文化安全领
域，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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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如何清楚认识错综复杂
的国家文化安全系统，“准确”评估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是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
性问题。然而，当前对于国家文化安全态势的评估大多是静态的、定性的、不系统的，难以对我
国文化安全形势的演变给出全面准确的评估，也难以服务高水平平安中国目标下的文化安全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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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石中英较早提出，有必要建立一套基于数据的监测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系统，并认为这是维
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① 但这一建议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大量文献都是对国家文化安全
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类总结和指标示例。② 只有少数文献专门对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进行评估，但
这类文献也只是定性分析。③ 显然，专门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构建国家文化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并用计算国家文化安全指数的方法对我国文化安全态势展开实证研究存在明显欠缺。

尽管如此，在国家文化安全以外的金融安全等其他安全研究领域，已有一些成熟方法用于整
体安全评估或预警指数的构建。例如，广泛用于金融系统稳定性评估的主成分分析 （ＰＣＡ）和
动态因子模型 （ＤＦＭ），④ 用于个人综合信用评分的机器学习方法⑤等。然而，这些方法并不适
用于国家文化安全指数的构建。原因在于，这些方法严重依赖定量和高频数据，不能很好地处理
定性和低频的指标。国家文化安全相较于金融和生态等领域，更多地涉及精神和意识形态的范
畴，因而，对文化安全的评估也会较多地运用由专家打分和问卷调查获得的低频定性指标。因
此，构建我国文化安全指数的关键前提是采用一种对低频定性指标较为宽容，但同时又能保证评
估的综合性和准确性的方法。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Ｓａａｔｙ提出的模糊层次分析法 （ＦＡＨＰ）⑥ 构建我国文化安全指数。
模糊层次分析法 （ＦＡＨＰ）是一种能够同时运用定性和定量指标进行某个系统的综合评价的运筹
方法。该方法因其系统、灵活和简洁的优点，在各行各业的安全评价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在
文化安全领域尚未发现该方法的使用。ＦＡＨＰ方法将一个综合问题拆分为若干层次分别进行评
估的过程，契合了已有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中将文化安全分为不同内容分别进行分析的思想。⑦ 因
此，将ＦＡＨＰ运用于国家文化安全指数的构建和文化安全态势的评估，不仅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实际操作也是较为简便的，并且符合学界对国家文化安全具体内容的已有认识。

对于国家文化安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现有文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仅关注当下状态，而
对潜在威胁和发展趋势缺乏综合考察，简言之，主要是静态分析而非动态评估。形势应该理解为
既包括事物当前所处的状态，又包括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事物的当前状态和未来发展趋势都
是由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环境所决定的，外部环境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有客观因素
也有主观因素。由此，国家文化安全形势可理解为特定时期国家文化安全系统所处的状态和未来
趋势，这将由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系统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来决定。这些因素可以简单概括
为两类：压力性因素 （导致安全问题的根源）和响应性因素 （应对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措施）。这
样的安全系统样态与环境安全评估中的ＰＳＲ评估模型逻辑抽象是相似的，⑧ 可以借鉴ＰＳＲ模型
设计国家文化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综上所述，本文将在已有文献提出的国家文化安全具体层次的基础上，以ＰＳＲ的理念构建
一个全新的、综合性评估体系，并运用ＦＡＨＰ对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进行开创性综合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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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研究。

二、基于ＰＳＲ模型的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估指标体系设计
（一）指标设计基本思路

ＰＳ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模型是加拿大统计学家Ｄａｖｉｄ　Ｊ．Ｒａｐｐｏｒｔ和Ｔｏｎｙ　Ｆｒｉｅｎｄ于

１９７９年提出的。按照ＰＳＲ模型的理念和基本思路，国家文化安全系统是一个由压力、状态、响
应三者相互制约与作用的开放、综合的动态系统。结合现有文献关于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三个子系
统———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公共文化安全的划分，① 我们可以分别建构单个子系统的

ＰＳＲ框架。
在国家文化安全ＰＳＲ动态运行体系中，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皆是国家文化安全

的受体。压力 （Ｐ）用于描述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和面临的威胁，即开放的国家文化系
统运行时，在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领域存在的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意识形态安全
子系统的压力 （Ｐ）主要来源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继承与发展的矛盾、主导与多元的矛盾、国
际与国内的矛盾、原则与灵活的矛盾；民族文化安全子系统的压力 （Ｐ）主要来源于多元与一体
的矛盾、外来与本土的矛盾、民族与世界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目标与实力的矛盾；公共
文化安全子系统的压力 （Ｐ）主要来源于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的矛盾、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功利
追求与价值理想的矛盾、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私人空间与社会公域的矛盾。

状态 （Ｓ）用于描述在压力 （Ｐ）作用与影响下，国家文化安全在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
安全和公共文化安全三个子系统中所呈现出来的现状。意识形态安全子系统的状态 （Ｓ）主要通
过重大政治原则、全民族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主要原则、党和国家的大
政方针等方面呈现出来；民族文化安全子系统的状态 （Ｓ）主要通过民族自豪感、民族精神标
识、民族历史共同体认识、国家政治民族文化四个方面认同统一度、文化符号传承等方面呈现出
来；公共文化安全子系统的状态 （Ｓ）主要通过文化民生、文化环境、文化活动、精神风貌、文
化资源等方面呈现出来。

响应 （Ｒ）是执政党、各级政府、相关机构和大众等相关行为主体为了破解矛盾和改善状态
而实施的相应对策。意识形态安全子系统的响应 （Ｒ）主要包括相关主体在思想意识、党的宣传
部门工作、重点群体工作、理论建设、底线防控、国际环境改善等方面所实施的对策；民族文化
安全子系统的响应 （Ｒ）包括相关主体在思想意识、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竞争、文化融
合、文化外交等方面实施的对策；公共文化安全子系统的响应 （Ｒ）包括相关主体在思想意识、
防控机制、政策工具、引导措施、管理体制等方面实施的对策 （见图１）。

（二）国家文化安全 “五层次”指标体系设计
由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在构建形势评估指标体系时，需要建立多层次的结构体

系，有区别有层次地从不同角度反映国家文化安全问题。通过上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三个子系统
结构与ＰＳＲ模型的分析，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作为形势评估指标体系的第一层，即总体层，综合
表达国家文化安全的总体水平，动态评估的思想将体现国家文化安全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意识
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公共文化安全三个子系统作为第二层，即系统层，反映国家文化安全
三个子系统的安全态势，从而确定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重点领域。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估
指标体系的第三层是ＦＡＨＰ目标层，分别对应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公共文化安全三
个子系统的ＰＳＲ框架。每个子系统的ＰＳＲ框架中的具体内容构成ＦＡＨＰ准则层，是ＰＳＲ每一
个层次中与目标存在因果关联的中间层，即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估指标体系的第四层。国家文化
安全形势评估指标体系的第五层是指标层，指标层是可度量、可比较、可获得的单项指标，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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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准则层的指标之间具有相关性。以上五个层次的确定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估 “五层三
维三度”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见表１）。

图１　基于ＰＳＲ模型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估基本框架①

表１ 我国国家文化安全 “五层次”评估体系概要②

总体层 系统层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

民族文化安全

公共文化安全

状态Ｓ …… ……

压力Ｐ …… ……
响应Ｒ …… ……

状态Ｓ …… ……
压力Ｐ …… ……

响应Ｒ …… ……
状态Ｓ …… ……

压力Ｐ …… ……
响应Ｒ …… ……

ＦＡＨＰ：总体←系统　ＰＳＲ：系统←目标　　　　　ＦＡＨＰ：目标←准则←指标

三、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指数构建方法

基于 “五层次”指标体系，为了自下而上构建国家文化安全指数，本文首先使用Ｓａａｔｙ提出
的ＦＡＨＰ方法，③ 按照从指标到准则再到目标的顺序，构建九个目标层的指数。随后，基于

ＰＳＲ的数学关系，分别将每个系统下三个目标层的指数综合为意识形态安全指数、民族文化安
全指数和公共文化安全指数，作为系统层指数。最后，再一次使用ＦＡＨＰ分析，将系统层的指
数综合为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指数，从而形成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态势整体、全面的判断。

（一）基于ＦＡＨＰ方法的目标层的指数构建

ＦＡＨＰ方法将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问题分解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自上而
下的层次，并按照自下而上的步骤对该问题进行评估。其中，目标层为决策者要评估的最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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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准则层为影响最终问题的几个方面，而每一个准则又可分出若干具体的指标以服务于对准则
的评估。在本文中，目标层的目标有９个，即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公共文化安全三个
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分别从状态 （Ｓ）、压力 （Ｐ）和响应 （Ｒ）进行分析。假设要分析任意一
个目标，例如意识形态安全下的状态指数 （Ｓ），再假设该目标有四个准则，每个准则又有三个
指标，则相应的ＦＡＨＰ框架设定如下 （见图２）。当然，不同目标的准则数量以及不同准则的指
标数量都有差异，但这并不影响ＦＡＨＰ分析的步骤。

图２　评估某个目标的ＦＡＨＰ框架

１．三角模糊数

ＦＡＨＰ依赖专家对评估体系中各准则和指标相对重要性的两两比较构造指数。相较于更传
统的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模糊层次分析法 （ＦＡＨＰ）引入数学中的模糊数来反映在专家评估中
出现的模糊比较情况。例如，在本文的文化安全评估体系中，专家可能并不能给出语言文字相较
于风俗习惯是否更重要的准确判断，而是给出一个相对重要性的可能判断。因此，相较于ＡＨＰ，

ＦＡＨＰ更能反映人类思维过程的模糊性，其评估也更为科学准确。
本文使用Ｌａａｒｈｏｖｅｎ和Ｐｅｄｒｙｃｚ提出的三角模糊数来反映专家判断的模糊性。① 一个实数ｘ

以μＭ（ｘ）的可能性隶属于一个三角模糊数Ｍ＝（ｌ，ｍ，ｕ），当且仅当μＭ（ｘ）按如下方式定义：

μＭ（ｘ）＝

ｘ－ｌ
ｍ－ｌ

，ｌｘ＜ｍ

ｘ－ｕ
ｍ－ｕ

，ｍｘ＜ｕ

０，其他情况
烅

烄

烆　

（１）

直观地看，作为一个实数的ｘ可以被理解为模糊数Ｍ 可能的确定性取值，μＭ（ｘ）为取得这
个ｘ的 “可能性”，ｌ为Ｍ 的 “最小可能值”，ｍ 为Ｍ 的 “最可能值”，而ｕ为Ｍ 的 “最大可能

９１

社会科学　2021年第 10期　　　　　　　　　　　　　韩　源　刘家豪　苏茂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估

① Ｐ．Ｊ．Ｍ．Ｖａｎ　Ｌａａｒｈｏｖｅｎ，Ｗ．Ｐｅｄｒｙｃｚ，“Ａ　Ｆｕｚｚｙ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ａｔｙ’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Ｖｏｌ．１１，

Ｎｏ．１－３，１９８３，ｐｐ．２２９－２４１．



值”。当ｘ等于 “最可能值”时，ｘ以１的可能性隶属于模糊数Ｍ。当ｘ逐渐远离 “最可能值”
时，其隶属于Ｍ 的可能性线性递减。当ｘ小于ｌ或大于ｕ时，ｘ不可能隶属于Ｍ。两个三角模
糊数Ｍ１＝（ｌ１，ｍ１，ｕ１）和Ｍ２＝（ｌ２，ｍ２，ｕ２）的运算法则进一步定义如下：

Ｍ１Ｍ２＝（ｌ１＋ｌ２，ｍ１＋ｍ２，ｕ１＋ｕ２）
Ｍ１Ｍ２＝（ｌ１ｌ２，ｍ１ｍ２，ｕ１ｕ２）

λＭ１＝（λｌ１，λｍ１，λｕ１） （２）

１
Ｍ１＝

（１
ｕ１
，１
ｍ１
，１
ｌ１
）

２．专家判断和一致性检验

ＦＡＨＰ方法从专家对各准则相对重要性的成对比较开始。因此，首先定义准则Ｃｉ相较于准
则Ｃｊ的相对重要性 （见表２）。

表２ 指标相对重要性定义

相对重要性 定义 说明

１ 同等重要 Ｃｉ与Ｃｊ 同等重要

３ 稍微重要 Ｃｉ比Ｃｊ 稍微重要

５ 更加重要 Ｃｉ比Ｃｊ 更加重要

７ 明显重要 Ｃｉ比Ｃｊ 明显更加重要

９ 非常重要 Ｃｉ比Ｃｊ 非常之重要

２，４，６，８ 中间重要性 中间相对重要性对应的标度值

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 以上整数的相反判断
Ｃｊ 比Ｃｉ（稍微、更加、明显、

非常等）重要

假设共聘请Ｋ 位专家对总计Ｎ 个准则 （如图１中Ｃ１ 到Ｃ４ 共四个准则）的相对重要性进行
判断，其中，第ｋ位专家对指标Ｃｉ 相对于Ｃｊ（ｉ＜ｊ）的相对重要性给出的判断为ｍＣｉ～Ｃｊｋ 。因此，
进一步定义由第ｋ位专家意见组成的实数互反判断矩阵ＲＭｋ：

ＲＭｋ＝

　１　　ｍＣ１～Ｃ２ｋ 　…　ｍＣ１～ＣＮｋ

１
ｍＣ１～Ｃ２ｋ

　　１　　…　ｍＣ２～ＣＮｋ

　　 　　　　　

１
ｍＣ１～ＣＮｋ

　 １
ｍＣ２～ＣＮｋ

　…　　

熿

燀

燄

燅
１

（３）

可以看出，我们定义ｍＣｉ～Ｃｉｋ ＝１，也就是一个准则相对自身永远是同等重要的，这符合常理。
我们还定义ｍＣｊ～Ｃｉｋ ＝１／ｍＣｉ～Ｃｊｋ ，这正是 “互反”的含义，即矩阵对角线两边相对的元素互为
倒数。

然而，这样获得的互反判断矩阵ＲＭｋ 还不能直接用于进一步分析。因为专家在作出判断的
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思维不一致的情况，导致矩阵ＲＭｋ 不是一致阵。① 在ＡＨＰ分析中，尽管
专家思维不一致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思维不一致太过严重的专家判断则是不可
接受的。因此，Ｓａａｔｙ提出对互反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分析，以保证互反判断矩阵足够接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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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以此将思维不一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保证ＡＨＰ分析的合理性。①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
在ＦＡＨＰ分析中。因此，有必要对ＦＡＨＰ分析中专家作出的判断进行一致性分析。

按照ＡＨＰ分析中一致性检验的标准步骤，针对第ｋ位专家意见形成的互反判断矩阵ＲＭｋ，
本文定义一致性指标ＣＩ如下：

ＣＩ＝λｍａｘ－ＮＮ－１
（４）

其中，λｍａｘ为ＲＭｋ 的最大特征根。ＣＩ＝０表示ＲＭｋ 是严格的一致阵。ＣＩ越大则表明ＲＭｋ

的不一致程度越高，专家判断的结果也就越不合理。然而，ＣＩ的量纲与Ｎ 有关，是不确定的。
为判断ＣＩ有多接近０才使结果可以接受，本文按照ａｉ，ｊ（ｉ＜ｊ）在表２所示的１７个值上随机取值，
按照ａｊ，ｉ＝１／ａｉ，ｊ且ａｉ，ｉ＝１的规则随机生成矩阵Ａ＝｛ａｉ，ｊ｝Ｎ×Ｎ一万个，并计算出这一万个矩阵的一
致性指标ＣＩ１ 到ＣＩ１００００。随后，计算随机一致性指标ＲＩ＝∑１００００ｐ＝１ＣＩｐ／１００００。最后，本文定义一
致性比率ＣＲ为一致性指标与随机一致性指标的商ＣＲ＝ＣＩ／ＲＩ。

显然，ＣＲ依概率被标准化到 ［０，１］区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ＣＲ＜０．１时，ＲＭｋ
的不一致程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即第ｋ位专家的判断在思维一致性方面是基本合理的。

３．模糊数综合判断矩阵
在获得每位专家的判断ＲＭｋ 且确定专家判断通过一致性检验后，我们首先综合Ｋ 位专家的

判断，形成以实数代表多位专家判断的综合判断矩阵ＲＭ＝∑Ｋ
ｋ＝１ＲＭｋ／Ｋ。在该矩阵第ｉ行ｊ列的

元素为ｍｉ，ｊ的基础上，我们参照苏哲斌的做法，② 按如下规则将实数ｍｉ，ｊ转化为模糊数Ｍｉ，ｊ＝
（ｌｉ，ｊ，ｍｉ，ｊ，ｕｉ，ｊ）：

ｌｉ，ｊ＝

１
１
ｍｉ，ｊ
＋１
，ｍｉ，ｊ＜１

１，ｍｉ，ｊ＝１
ｍｉ，ｊ－１，ｍｉ，ｊ＞１
烅

烄

烆　

　　ｕｉ，ｊ＝

１
１
ｍｉ，ｊ
－１
，ｍｉ，ｊ＜１

ｍｉ，ｊ＋１，ｍｉ，ｊ

烅

烄

烆 １

（５）

如此，我们便可以定义模糊数综合判断矩阵为ＦＲＭ＝ ｛Ｍｉ，ｊ｝Ｎ×Ｎ。

４．互补判断矩阵
模糊数综合判断矩阵ＦＲＭ 仍然由模糊数组成，这仅仅反映了各准则间模糊的相对重要性，

却无法给出各准则精确的相对重要性以用于进一步分析。因此，需要对ＦＲＭ 进行去模糊化，将
其转换为以实数表示的互补判断矩阵ＣＭ。为了表达的简洁性，不妨以ＣＭ 第ｉ行ｊ列的元素为

Ｒｉ，ｊ。首先，定义准则Ｃｉ的综合模糊值如下：

ｄｉ＝ ∑Ｎ
ｊ＝１Ｍｉ，ｊ

∑Ｎ
ｉ＝１∑Ｎ

ｊ＝１Ｍｉ，ｊ
（６）

显然，ｄｉ仍是一个模糊数。为了去模糊化，定义ｄｉ＝（ｌｉ，ｍｉ，ｕｉ）大于ｄｊ＝（ｌｊ，ｍｊ，ｕｊ）的可能
度函数如下：

Ｖ（ｄｉｄｊ）＝

１，ｍｉｍｊ
ｕｉ－ｌｊ

（ｕｉ－ｍｉ）＋（ｍｊ－ｌｊ）
，ｍｉ＜ｍｊ且ｕｉ＞ｌｊ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７）

显然，Ｖ （ｄｉｄｊ）＝１。一些观点认为，令Ｒｉ，ｊ＝Ｖ （ｄｉｄｊ）即可得到去模糊化的互补判

１２

社会科学　2021年第 10期　　　　　　　　　　　　　韩　源　刘家豪　苏茂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估

①

②

Ｔ．Ｌ．Ｓａａｔｙ，“Ａ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５，

Ｎｏ．３，１９７７，ｐｐ．２３４－２８１．
苏哲斌：《基于优势度分析的三角模糊数判断矩阵的排序方法》，《数学的实践与认识》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断矩阵ＣＭ，然后，按照ＡＨＰ的标准步骤计算各准则的权重。然而，这一做法可能导致一些准
则的权重为０，即导致这些准则对目标没有任何贡献。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一个准则对
目标没有任何贡献，那么，我们在研究中就不应当纳入这个准则。我们采取苏哲斌提供的平均优
势度来解决这一问题。① 平均优势度定义如下：

Ｐ（ｄｉｄｊ）＝
Ｖ（ｄｉｄｊ）＋１－Ｖ（ｄｊｄｉ）

２
（８）

显然，平均优势度是从可能度计算而来的一个实数。苏哲斌证明了平均优势度的三个性质０

Ｐ（ｄｉ＞ｄｊ）１、Ｐ（ｄｉ＞ｄｊ）＝０和Ｐ（ｄｉ＞ｄｊ）＋Ｐ（ｄｊ＞ｄｉ）＝１对任何ｉ≠ｊ都成立。② 最后，令

Ｒｉ，ｊ＝Ｐ（ｄｉ＞ｄｊ），以上三个性质就能有效避免使用Ｖ（ｄｉ＞ｄｊ）构造ＣＭ 导致的准则权重为０的
问题。

５．准则和指标的相对权重
基于徐泽水提出的简便算法，③ 本文得出准则Ｃｉ对目标的相对权重为：

ｗｉ＝
∑Ｎ
ｊ＝１Ｒｉ，ｊ＋

Ｎ
２－１

Ｎ（Ｎ－１）
（９）

其中，Ｒｉ，ｊ为互补判断矩阵ＣＭ 第ｉ行ｊ列的元素。不难看出，∑Ｎ
ｉ＝１ｗｉ＝１。因此，ｗｉ 作为

准则Ｃｉ的相对权重是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步骤仅仅计算了各准则相对目标层的相对权重，尚未得到各指标相对准则

层的相对权重。然而，得到指标层相对权重的方法与准则层的步骤是相同的。例如，对准则Ｃ１
的三个指标Ｃ１，１、Ｃ１，２和Ｃ１，３重复以上ＦＡＨＰ的分析步骤，区别仅仅在于将准则替换为指标，即
可得到准则Ｃ１下三个指标的相对权重ｗ１，１、ｗ１，２和ｗ１，３。

６．目标层指数
然而，相对权重ｗｉ和ｗｉ，ｊ仅分别满足∑Ｎ

ｉ＝１ｗｉ＝１和∑Ｎ
ｊ＝１ｗｉ，ｊ＝１，却并不一定满足∑Ｎ

ｉ＝１∑Ｎ
ｊ＝１

ｗｉ，ｊ＝１，因此，相对权重并不能作为各指标用于计算目标层指数的最终权重。这一最终权重被
定义为ｔｗｉ，ｊ＝ｗｉ×ｗｉ，ｊ。

在具体数据方面，本文通过数据库获取、问卷调查、专家评价以及文献评价等方式，采集各
指标的数据，并将其统一至 ［０，１００］的量纲，针对各个指标具体的处理方法，将在实证分析部
分予以阐述。若指标Ｃｉ，ｊ的数据为ｓｉ，ｊ，目标层指数则为ｔｇｔｉｄｘ＝∑ｉ，ｊｔｗｉ，ｊ×ｓｉ，ｊ。

（二）基于ＰＳＲ分析的系统层指数
接下来，介绍如何将每个子系统的状态 （Ｓ）、压力 （Ｐ）和响应 （Ｒ）三个目标层的指数综

合为一个系统层的指数。

假设在某个系统层，已得到状态指数、压力指数和响应指数，分别为ｔｇｔｉｄｘＳ、ｔｇｔｉｄｘＰ 和

ｔｇｔｉｄｘＲ，这三个指数的量纲均为 ［０，１００］。基于这三个指数构建系统层的指数ｓｙｓｉｄｘ如下：

ｓｙｓｉｄｘ＝
ｔｇｔｉｄｘＳ＋

（ｔｇｔｉｄｘＲ－ｔｇｔｉｄｘＰ）（１００－ｔｇｔｉｄｘＳ）
１００

，ｔｇｔｉｄｘＲ＞ｔｇｔｉｄｘＰ

ｔｇｔｉｄｘＳ－
（ｔｇｔｉｄｘＰ－ｔｇｔｉｄｘＲ）ｔｇｔｉｄｘＳ

１００
，ｔｇｔｉｄｘＲｔｇｔｉｄｘ

烅

烄

烆
Ｐ

（１０）

系统层指数揭示了一个文化安全系统总体的安全形势。状态指数表示文化系统当下的静态安
全状况，压力指数表示文化系统面临的内外部压力，而响应指数则表示党和政府、有关机构及大
众面对压力、维护文化安全的决心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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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层指数是以状态指数为 “基础得分”，并认为：当响应指数大于压力指数时，针对压力
的应对措施足以对抗压力，文化安全得到 “增强”，因此，系统层指数在 “基础得分”上加上一
定分值；当响应指数小于压力指数时，针对压力的应对措施不足以对抗压力，文化安全被 “削
弱”，因此，系统层指数在 “基础得分”上减去一定分值。此外，加减的分值均与压力指数和响
应指数之间的差值呈正相关：当响应措施高于压力的程度越大，文化安全得到的 “增强”越多；
当响应措施低于压力的程度越大，文化安全被 “削弱”得越严重。

系统层指数还与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正相关而与压力指数负相关。这表示，当一个文化系统
当下的基本安全状况越好，党和政府、有关机构及大众维护文化安全的决心和行动越强，或者文
化系统面临的内外部压力越低，那么文化系统总体的安全形势就越好，系统层指数也就越高。并
且，系统层指数的量纲为 ［０，１００］。当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取０而压力指数取１００时，系统层
指数取０，此时，文化系统处于最不安全的极值状态；当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取１００而压力指数
取０时，系统层指数取１００，此时，文化系统处于最安全的极值状态。不难看出，以上所展示的
系统层指数的特征符合 “常理”以及ＰＳＲ分析思想。

最后，再使用一次简单的两层次ＦＡＨＰ分析，可以将以上步骤得出的三个系统层的指数
———意识形态安全指数、民族文化安全指数和公共文化安全指数，综合为总体层的中国国家文化
安全指数。同样，国家文化安全指数的量纲也为 ［０，１００］。

四、实证分析
（一）国家文化安全 “五层次”指标体系数据采集及赋值方法
我们采取普查、专家评价和文献评估三种方式采集各指标的得分。对于涉及认知或立场倾向

等指标采取普查方式，对于需要就现象、问题等作出分析判断的指标采取专家评价的方式，对于
需要依据数据、专门研究等作出判断的指标采取文献评估的方式。在 “五层次”评估体系中，由
于指标多达１５９个，为便于操作，每一个指标均只对应一个核心问题，每一个问题有Ａ、Ｂ、Ｃ、

Ｄ、Ｅ五个选项供被调查者选择或供文献判断。
在普查中，我们共发出１１５７份问卷，收回１１５７份问卷，问卷回收率为１００％。问卷回收情

况较为理想。针对所调查的各个问题，答案缺失比例最高为０．７７７９％，最低为０％，问卷填写情
况较为理想。被调查者职业涵盖教师、学生、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等，民族结构包括汉、
藏、维、回、蒙及其他少数民族，学历、年龄和政治面貌结构也充分反映国家文化安全有关情况
的代表性。并且，问卷的投放也考虑了区域大致分布，包括北京、上海、福建、湖南、新疆、四
川、贵州等地。可以认为，所做普查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在专家调查中，我们邀请７位专家
（六位教授／研究员、一位副教授）填写问卷。这些专家的研究涵盖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文化产
业等领域。可以认为，所调查专家的意见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文献评估中，我们搜集了６０余份
文献用于评估，根据文献研究进行综合判断。可以认为，本课题所做文献评估具有一定科学性。

为获得指标的得分，我们将指标的每一个选项对应到一个分数区间，并使得该区间的中间
点、最低点和最高点分别表示该选项对应的中间分、最低分和最高分。例如，某一指标对应问题
的Ａ选项定义的分数段为８０－１００，而某被调查者在这个指标上选择了Ａ选项，则该被调查者
在这一指标上的中间分、最低分和最高分分别为９０、８０和１００。最后，指标最终的中间得分、
最低得分和最高得分被定义为所有被调查者在这一指标上的中间分、最低分和最高分的算术平
均。具体而言，我们采取ａ、ｂ、ｃ三种方式定义各指标的五个选项对应的分数区间 （见表３）。

可以看出，方式ａ是较为 “极端”的赋值方式。对于采取方式ａ赋值的指标，我们认为部分
问题的选项Ａ和Ｅ代表了被调查者较为强烈的政治、文化或情感倾向。方式ｂ是较为普通的赋
值方式。对于采取方式ｂ赋值的指标，我们认为对应的被调查者的倾向在各个选项上的分布较为
平均。方式ｃ的赋值方式是方式ｂ赋值方式的反转。采取方式ｃ赋值的指标主要是反映压力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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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我们认为靠前的选项 （Ａ、Ｂ）说明该指标反映的矛盾问题不突出，代表了对国家文化
安全的威胁较小，相应的压力值给分也应当较低。

表３ 指标对应选项赋值方式

选项 方式ａ 方式ｂ 方式ｃ

Ａ　 ９０－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　 ０－２０

Ｂ　 ７０－９０　 ６５－８０　 ２０－５５

Ｃ　 ５０－７０　 ５５－６５　 ５５－６５

Ｄ　 １０－５０　 ２０－５５　 ６５－８０

Ｅ　 ０－１０　 ０－２０　 ８０－１００

（二）国家文化安全指数计算
１．一致性检验结果
我们采取专家调查的方式获取互反判断矩阵，共邀请了熟悉相关领域的６位专家，每人填写

５７个互反判断矩阵。其中，准则层对应４７个，目标层对应９个，总体层对应１个。按照前述方
法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大部分互反判断矩阵均通过了一致性检验。① 为保证分析的科学
性，对于那些没有通过一致性检验的互反判断矩阵，我们在构造模糊数综合判断矩阵和进行后续
分析的过程中予以删除，只综合那些通过了一致性检验的互反判断矩阵的信息。

２．相对权重及指标层、准则层得分
按照前文所述的方法，我们计算指标层相对于准则层、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以及系统层相对

于总体层的相对权重。随后，按照 “数据采集方法”的步骤，计算各指标和各准则的得分。②

３．国家文化安全指数计算结果
按照研究方案设计中介绍的ＦＡＨＰ和ＰＳＲ方法步骤，我们分别获得总体层、系统层和目标

层各指数 （见表４）。

表４ 指数计算结果
层次 对象 最低得分 中间得分 最高得分
总体 国家文化安全 ６８．２２６４　 ７６．７９６９　 ８５．５３７３

系统
意识形态安全 ７８．８８３５　 ８７．４０３６　 ９５．８８６７
民族文化安全 ７９．５４１１　 ８６．３５４９　 ９３．６４１１
公共文化安全 ３７．４４０４　 ４８．１９２１　 ５９．０８７３

目标

意识形态安全状态Ｓ　 ７９．６５０７　 ８８．４４１７　 ９７．２３２７
意识形态安全压力Ｐ　 ５２．８１３２　 ６２．１２９５　 ７１．４４５７
意识形态安全响应Ｒ　 ５１．８４９９　 ６０．９５５６　 ７０．０６１３
民族文化安全状态Ｓ　 ７５．８４８４　 ８４．４００７　 ９２．９５３１
民族文化安全压力Ｐ　 ３９．８０２１　 ５０．５３８２　 ６１．２７４３
民族文化安全响应Ｒ　 ５５．０９２０　 ６３．０６５２　 ７１．０３８３
公共文化安全状态Ｓ　 ３９．９１２７　 ５１．０２２８　 ６２．１３２８
公共文化安全压力Ｐ　 ５５．５０９７　 ６４．０５６２　 ７２．６０２７
公共文化安全响应Ｒ　 ４９．３１５４　 ５８．５０８３　 ６７．７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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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省略一致性比率细目。

省略共计２０９个指标和准则的相对权重及其得分细目。



（三）国家文化安全指数综合分析

１．国家文化安全指数分段定性
我们在获得目标层、系统层和总体层各指数后，需要对总体层、系统层和目标层指数进行分

段定性。根据前文研究方案设计中的赋值思路，在０至１００之间，总体层分为第Ⅰ等级非常安全
（对应分值：８０≤非常安全＜１００）、第Ⅱ等级比较安全 （对应分值：６５≤比较安全＜８０）、第Ⅲ等
级基本安全 （对应分值：５５≤基本安全＜６５）、第Ⅳ等级比较不安全 （对应分值：２０≤比较不安
全＜５５）、第Ⅴ等级很不安全 （对应分值：０≤很不安全＜２０）五个等级；相应地，系统层亦采用
这种等级分段予以描述。就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三个系统层来看，安全与否与状态
（Ｓ）的分值和响应 （Ｒ）的分值呈正相关，与压力 （Ｐ）的分值呈负相关：压力得分越高表示对
现有安全状态威胁越高，得分越低则表示对现有状态安全威胁越低；状态和响应得分越高表示安
全程度越高，得分越低表示安全程度越低。由此，状态 （Ｓ）的分段定性如下：分值为０≤Ｓ＜２０
表示状态很差、分值为２０≤Ｓ＜５５表示状态较差、分值为５５≤Ｓ＜６５表示状态一般、分值为６５
≤Ｓ＜８０表示状态较好、分值为８０≤Ｓ＜１００表示状态很好；相应地，响应 （Ｒ）的分段定性如
下：分值为０≤Ｒ＜２０表示响应很差、分值为２０≤Ｒ＜５５表示响应较差、分值为５５≤Ｒ＜６５表示
响应一般、分值为６５≤Ｒ＜８０表示响应较好、分值为８０≤Ｒ＜１００表示响应很好；同理，压力
（Ｐ）的分段定性如下：分值为０≤Ｐ＜２０表示压力很小、分值为２０≤Ｐ＜５５表示压力较小、分值
为５５≤Ｐ＜６５表示压力一般、分值为６５≤Ｐ＜８０表示压力较大、分值为８０≤Ｐ＜１００表示压力
很大。

２．国家文化安全总体指数分析
就总体层来看，国家文化安全综合指数得分显示，最低得分 （６８．２２６４）和中间得分

（７６．７９６９）均落在 “比较安全”区间 （６５≤比较安全＜８０），最高得分 （８５．５３７３）落在 “非常安
全”区间 （８０≤非常安全＜１００），以中间值为主要参照，表明总体上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较
好，评估等级为第Ⅱ等级 “比较安全”。从模糊评价思想出发，最高值和最低值都赋予了可能范
围的意义，最低得分 （６８．２２６４）高于 “基本安全”上限的６５分，这说明总体上我国国家文化安
全形势最低评价也是比较安全的；最高得分 （８５．５３７３）超过 “非常安全”下限的８０分，这说明
总体上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最高评价可以认为是非常安全的。

３．意识形态安全指数分析
在系统层，意识形态安全的最高得分 （９５．８８６７）和中间得分 （８７．４０３６）均居于 “非常安

全”区间 （８０≤非常安全＜１００），这表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总体形势很好，评估等级为第Ⅰ等级
“非常安全”。最低值 （７８．８８３５）略低于 “非常安全”等级下限的８０分，表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的最低评价存在进入第Ⅱ等级 “比较安全”的可能性。

以目标层意识形态的Ｓ （状态）、Ｐ （压力）和Ｒ （响应）指数得分来看，Ｓ的中间得分和最
高得分都处在 “很好”区间，与系统层中意识形态总体得分相似，最低得分落在 “比较好”区间
但非常接近 “很好”的下限。意识形态安全指数与其状态 （Ｓ）分值的这种接近说明，意识形态
安全系统中的压力 （Ｐ）和响应 （Ｒ）的综合作用影响不大，这从Ｐ （６２．１２９５）和Ｒ （６０．９５５６）
中间分值的比较中得到印证。需要注意，以意识形态安全响应 （Ｒ）的中间值 （６０．９５５６）为准，
其评估等级为第Ⅲ等级的 “一般”，但是，意识形态安全系统中的状态 （Ｓ）得到高分值，原因
是在意识形态安全系统之外还存在一个意识形态发展系统，虽然针对安全问题而采取的响应
（Ｒ）情况一般，但我国长期的意识形态发展和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形成了既有的优质状态，同
时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得人民群众对国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认同。
这说明改善意识形态安全状态不仅需要疏解压力，完善响应，更要重视发展和建设，提高安全能
力，用实践成果奠定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安全不仅需要维护，更需要塑造。同
时，响应 （Ｒ）值偏低，略低于压力 （Ｐ）值，系统层的意识形态安全最终指数值也相应地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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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意识形态安全系统的状态 （Ｓ）值，这意味着动态上意识形态安全状态存在下行趋势。这
说明在一些持久性、关键性环节上仍有待突破，有必要在响应 （Ｒ）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
提高。

总体上看，意识形态安全指数中间值进入第Ⅰ等级，总体非常安全，但是，指数最低值落在
第Ⅱ等级 “比较安全”。这说明，一方面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心大可超越 “消极防御”，应以 “积极
化解、整合引领”为主；另一方面说明意识形态安全响应需要长效机制和重点突破有机结合。所
以，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应从短期 “解决问题”的思路向长期 “建立机制”的思路转化，而长久和
根本性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在于使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这样，国家意识
形态才能扎根，意识形态安全才会持久。

４．民族文化安全指数分析
系统层民族文化安全总体指数中间得分 （８６．３５４９）和最高得分 （９３．６４１１）均居于 “非常安

全”区间 （８０≤非常安全＜１００）的高位，最低得分 （７９．５４１１）也十分接近 “非常安全”等级下
限，这表明我国民族文化安全总体形势很好，评估等级为第Ⅰ等级 “非常安全”。民族文化安全
指数进入第Ⅰ等级，这与中华文化经历千年风雨仍然绵延不断，并逐步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和现
实情况相吻合，也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成效相呼应。

民族文化安全的Ｐ值最低，这说明中华文化积蓄的势能强大，自身发展的动力源强劲，应
对内外挑战的能力和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强大。民族文化安全Ｒ值也相对较高，且明显高于Ｐ值，
这说明民族文化安全指数未来呈上升趋势。但是，Ｒ值总体来看也未达到 “比较好”的第Ⅱ等
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文化体系激烈震荡，民族文化安全系统不确定性因素还有
很多，要警惕Ｐ值的非常规增长，所以，要进一步完善Ｒ，使Ｒ至少能够进入并保持在 “比较
好”的第Ⅱ等级。

考虑到民族文化安全总体的优良态势，民族文化安全的战略思维不需要面面俱到，以致分散
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资源，精力和重心应集中于根本性、永久性问题，这就是集中于强化 “中国
人”的文化身份认同。

５．公共文化安全指数分析
就公共文化来看，系统层的综合得分较低，最低得分 （３７．４４０４）和中间得分 （４８．１９２１）均

落入 “比较不安全”区间，而且，最高得分 （５９．０８７３）也仅接近 “基本安全”的中间值，这说
明我国公共文化安全总体形势不乐观，评估等级为第Ⅳ等级 “比较不安全”。近些年是中国文化
产业大发展时期，大众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但公共文化安全指数突破了安全基线。这说明公共
文化生活领域的发展与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建设不同，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建设———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主导、民族文化认同等，都集中在 “质”的层面，而公共文化生活领域主要通过文化
产业量的增长和大众文化生活的丰富来体现发展水平，然而这种 “量”的增长并不会同时增进公
共文化安全，相反还会花草同生、鱼龙混杂，使公共文化安全风险增加、安全指数降低。

公共文化安全的指数值对于Ｓ偏低，Ｐ值在公共文化安全ＰＳＲ系统中最高，Ｒ值也明显低
于Ｐ值，显然公共文化安全的动态发展呈下行趋势。这说明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不能仅
仅从量上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精神食粮的安全面临明显风险，需要调动和调整更多的
文化安全战略资源，重视公共文化安全，从发展端开始塑造安全，从安全端围绕压力因素进行针
对性纾解，切实加强和完善响应措施。同时，应从系统观的高度发挥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安
全较高水平的牵引和带动作用，探索并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
实现机制，以及创新激励机制，引导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主体积极主动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创作中
增强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使得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公共文化安全形成良性互
动。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三位一体，这不仅是解决公共文化安全问题的
根本，也是增强文化安全系统总体安全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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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安全指数总体落在第Ⅳ等级，比较不安全，这要求公共文化安全战略的核心就是坚
守大众文化价值底线。这是公共文化安全的最后防线。战略思路也应该以防控、整治、专项治理
等为主。

６．总体结论
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估等级为第Ⅱ等级 “比较安全”，在其子系统中，意识形态安全、

民族文化安全都是第Ⅰ等级的 “非常安全”，而公共文化安全则是第Ⅳ等级的 “比较不安全”，这
是拉低国家文化安全总体指数进入第Ⅱ等级 “比较安全”的原因，所以，应考虑将总体国家文化
安全系统的近期工作更多集中于公共文化安全领域，公共文化安全形势的改善同时也可以达到培
育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安全持久稳定土壤的目的，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总体
水平。

结　语

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逐渐从一个研究议题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
领域，但也面临着基础理论匮乏、研究范式模糊、理论话语杂乱的困难。现有国内文献侧重于
“问题与对策”式的研究，一方面体现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导向，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成
熟研究范式的欠缺和理论深度的不够，尽管成果丰硕，但基本还停留在就事论事阶段。即使能总
结出 “全球化”“文化霸权与文化主权”“文明冲突与交融”等比较普遍的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没
有超越西方话语体系。国外文献少有对应 “文化安全”的概念，但是，大量相关文献却在探讨相
似的议题，这些国外文献的理论范式有长期积淀的理论谱系，但从形成到发展的出发点都缺少
“中国元素”，这制约了国外理论范式在中国的适用性。以上原因也正是国内相关研究历经二十多
年的积累却没有实现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面临理论范式的瓶
颈，迫切呼唤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的中国范式。

本文的出发点是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作出量化评估，但根本的思路在于把国家文化安全
看作国家文化运行系统的稳定和健康，把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因素归结于国家文化运行系统内在
的矛盾运动 （当然这一开放性系统的矛盾包括国际与国内、外来与本土等矛盾），把国家文化安
全系统看成由现有状态、内在矛盾、应对措施共同作用构成的动态系统。按照这种思路，本文指
标体系的设计跳出了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领域全球化、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信息技术发展、西方
文化霸权、挑战与应对、问题与对策等思维范式，突破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话语窠臼，为
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框架。按照这一话语框架，可以重新梳理和
延伸国家文化安全这一议题，包括基于 “动态系统”框架的国家文化安全如何进一步维护和塑
造，基于ＰＳＲ和ＦＡＨＰ的国家文化安全评估方法可否运用于总体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总体安全
评估等。

（责任编辑：彤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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